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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新伟：  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鱼鸟组合图像

一

自仰韶文化发现以来，其独具特征的  彩

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。西安半坡遗址发掘

获得丰富的半坡类型彩陶图像资料，1963年

出版的发掘报告对半坡风格鱼纹进行了开创

性的详细研究，确立了写实

鱼纹和由直线三角、弧线三

角等元素组成的抽象鱼纹为

半坡彩陶最重要主题的基本

认识[1]。张朋川此后又有系

统的归纳分析，深化了对此

主题的理解[2]（图一）。

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史家类型

时期[3]，彩陶构图元素趋于曲线化，图像内

容更加丰富，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鱼鸟组合

图像的出现。武功游凤遗址发现的蒜头壶肩

部绘完整鱼纹，头部巨大，内有一粗颈短喙

鸟首[4]（图二，1）。临潼姜寨遗址第二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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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半坡类型写实和抽象鱼纹
（采自张朋川：《中国彩陶图谱》图77、图78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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葫芦瓶H467∶1正面和背

面各绘一条半抽象的鱼，

头部和身部均为侧边略弧

的 方 形 ， 内 部 各 有 一 粗

颈短喙鸟首，头向相反[5]

（图二，2）。姜寨二期的

另一件葫芦瓶M76∶10上

绘有两组相同的硕大近圆

形鱼头。鱼头内部被竖线

一分为二，右侧为短喙鸟

首，左侧为中有裂缝的卵

形（图二，3）。

陇 县 原 子 头 遗 址 的

盆 F 3 3 ∶ 4 上 腹 绘 两 条 多

种元素组成的鱼纹，鱼嘴

内有尖勾喙鸟首；鱼颈部

有竖立的半黑半白的卵形

图案，下部的弧线三角似

为 简 化 的 鸟 纹 （ 图 二 ，

4）。秦安大地湾遗址第二

期文化K707∶1盆上的鱼

纹与此非常相似[6]，只是

细节略有不同。鱼头前面

有一个由两个小弧线三角

组成的空心大弧线三角，

两个顶点有圆点，可理解

为两只由小弧线三角和圆

点组成的头向不同的飞鸟

（图二，5）。原子头遗址

H12∶5盆残片上残留有鱼

头和鱼尾图像局部，鱼头

的长吻前有垂弧形和圆点

组成的鸟纹（图二，6）。

华阴南城子遗址T7B∶4盆

残片图像与之相似[7]（图

二，7）。原子头H15∶4

钵上纹饰带的对顶白色三

角是典型的相对鱼头的表

现 方 式 ， 其 两 侧 应 为 鱼
图三 庙底沟类型简化鸟纹

（采自张朋川：《中国彩陶图谱》图84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）

图二 史家类型时期鱼鸟组合图像
1.武功游凤遗址 2、3.临潼姜寨遗址（H467∶1、M76∶10） 4、6、8、
9.陇县原子头遗址（F33∶4、H12∶5、H15∶4、H48∶2） 5.秦安大地湾遗

址K707∶1 7.华阴南城子遗址T7B∶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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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，第一单元为角形空白，第二单元为内弧

四边形空白中有弧线三角加圆点式鸟纹（图

二，8）。同遗址H48∶2的钵纹饰带有典型

的以构成长方形的黑、白直线三角和直线表

现的鱼身图案。两个鱼身间有弧线三角加圆

点式鸟纹，是鱼鸟组合更抽象和图案化的表

现方式（图二，9）。

庙底沟时期彩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写

实及抽象鸟纹的盛行。石兴邦在20世纪60年

代即提出半坡时期重鱼纹，庙底沟时期重鸟

纹[8]。张朋川对庙底沟类型鸟纹进行了全面

分析，不仅对写实鸟纹进行了分类，还正确

指出三类简化鸟纹：一是经常出现在圆形空

白内的弧线三角加圆点纹、弧线三角加圆点

加弧线或直线纹、直线加圆点纹；二是所谓

“西阴纹”[9]或“垂弧纹”[10]内的圆点加弧

线或直线纹；三是圆点加勾弧纹（图三）。

王仁湘则敏锐发现鱼纹也是庙底沟时期

彩陶的重要主题。他对上述史家类型（王氏

认为属庙底沟文化）鱼纹的构图元素进

行了详细分析，提出庙底沟时期广泛流

行的叶片纹、花瓣纹、“西阴纹”、菱形

纹、圆盘形纹（即圆点加弧线三角的鸟

纹）、花瓣纹、带点圆圈纹等，大都是

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，这些纹饰构成了

一个“大鱼纹”象征系统[11]。张宏彦在

此基础上进行了更详细的归纳[12]。这些

研究扭转了庙底沟时期鱼纹衰落、鸟纹

独尊的认识。但都强调庙底沟时期的鱼

纹已经被拆解成不同元素，经历了这样

的符号化过程，后来虽然还会有鱼的含

义，但是它却并没有了鱼的形态。

对于庙底沟最具特征的“回旋勾连

纹”[13]，王仁湘以观察白地形成的图案

的视角，释读为“双旋纹”[14]。朱乃诚

则将此类图案解释为鸟纹[15]。这些认识

忽视了庙底沟时期存在形式多样的鱼纹

和鱼鸟组合图像，本文拟对此类图像进

行初步释读。

二

将上述与鱼纹相关的元素、“回旋勾连

纹”和简化鸟纹作为一个整体观察，会发现

半坡时期即出现的鱼鸟组合图像在庙底沟时

期已经成为彩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。

庙底沟遗址H59∶29盆上腹条带状展开

的黑彩图案为包括多个单元的复杂型鱼鸟组

合图像的典型代表[16]。两组长平行曲线将图

案带分成两部分。较窄部分左端为弧线三角

加圆点式鸟纹。其右侧为体内有鸟纹的鱼

纹，长勾状的弧线“工”字形构成鱼头的主

体轮廓，内有直线加勾弧加圆点式鸟纹，圆

点又如鱼目；“工”字形的右侧与一弯钩纹形

成上部未封闭的近圆形空白，内有双横线加

双圆点式对鸟纹；末端为弧线三角形鱼尾。

条带较宽部分的鱼体内多了一个4条弧形纹

加圆点组成的鸟纹，其他部分完全相同（图

四，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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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四 复杂型鱼鸟组合图像
1、2.陕县庙底沟遗址（H59∶29、H106∶10） 3～5.华县泉

护村遗址（H107②b∶65、H107③a∶82、H86∶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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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底沟H106∶10盆的图案包括两组由鸟

纹间隔几乎相同的多单元鱼纹[17]。最左端第

一组纹饰的起点是上大下小两个对顶的弧线

三角纹和两个圆点组成的双鸟纹；鱼头同样

为长勾“工”字形，内有弧线加勾弧加圆点

式鸟纹；鱼身由5只飞鸟组成，可以按照两

组识读，第一组为相背的弧线三角和圆点组

成的对鸟纹，第二组由弧线三角加双弧线和

两个相对的勾弧为三个鸟身，共用一个圆点

为鸟头；随后的另一组间隔对鸟纹上部的大

弧线三角可以视为鱼尾。第二组纹饰几乎相

同，只是鱼体内多了两个圆点，丰富了鸟的

形态（图四，2）。

华县泉护村遗址庙底沟类型彩陶中，多

单元鱼鸟组合图像为重要主题[18]。H107②b∶ 

65盆的纹饰带被三组斜弧线分为三部分，较

宽的两部分内为相同的鱼鸟组合，左端为对

顶弧边三角加圆点式对鸟，鱼头为弧边长勾

“工”字形，内有勾弧加圆点式鸟纹；鱼身

第一单元为弧线三角加弧线加上下圆点式对

鸟；第二单元为双弧线三角加圆点式对鸟，

后一组对顶弧线三角对鸟上部的弧线三角为

鱼尾。较窄部分有相同的鱼鸟组合图像，

只是省略了鱼身的第二单元（图四，3）。

同灰坑的H107③a∶82敛口罐的纹饰带同样

被三组斜弧线分为三部分，各有一个鱼鸟组

合图像。其中一部分较宽，左端为对顶弧线

三角加圆点对鸟，鱼头为弧线长勾“工”字

形，内有勾弧加圆点式鸟纹；鱼身第一单元

为勾弧加圆点式鸟纹，第二单元为对勾弧加

圆点式对鸟纹，鱼尾为后一组对顶弧线三角

对鸟纹的上部。另两个较短部分图像相同，

为较宽鱼鸟组合省略鱼身的第二单元（图

四，4）。

泉护村H86∶8盆有两组非常相似的鱼

鸟组合图像，左端均为下部展开如翅的弧线

三角加勾弧加圆点组成的对鸟纹；其右侧为

一个勾状纹和随后的弧线长勾“工”字组成

的鱼头，头内为双弧线加圆点式鸟纹；鱼身

第一单元为鱼头部分“工”字形与身部中心

“工”字形形成的圆形空白中有弧线三角加

直线加双圆点组成的对鸟纹，第二单元为勾

弧加圆点鸟纹；鱼尾为下端纤细的弧线三角

形。另一组图像几乎相同，只是鱼身第一单

元圆形空白内为相背的竖向弧线三角加圆点

式对鸟纹（图四，5）。

三

相比鱼身包括两个或三个单元的复杂图

像，鱼身只包括一个单元的简单鱼鸟组合图像

更加流行，均具备鱼前飞鸟、鱼头、鱼身和下

端纤细的弧线三角形鱼尾等基本元素，又各有

细微变化，意在表现鱼中飞鸟之千姿百态。

泉护村遗址资料尤其丰富。H118⑤∶4

盆有两组相同的鱼鸟组合图像，构图与上述

同遗址的H86∶5盆相同，只是鱼身均只有一

个单位，圆形空白内为双直线加双圆点式对

鸟纹（图五，1）。H62∶5盆的两组鱼鸟组

合采用了同样的构图，只是鱼身内为勾弧加

圆点式鸟纹（图五，2）。

类似的构图在其他庙底沟类型遗址也相

当流行。灵宝西坡遗址H22∶71盆的图像中

鱼体前的横向飞鸟很小[19]，省略了圆点，竖

向的勾弧粗大且与鱼头紧密连接，也可解读

为鱼头的一部分（图五，3）。三门峡南交口

遗址H09∶1盆的图像中竖向勾弧离前面的飞

鸟较远，更似鱼头的一部分[20]，而且鱼头前

的勾弧纤细，与弧线“工”字形紧贴，整体

颇似鸟首，此弧形如鸟首羽毛（图五，4）。

大地湾遗址T309-3∶11盆的图像中鱼头前的

竖向勾弧上端有一圆点，自成一个鸟纹（图

五，5）。渭南北刘遗址[21]H10∶1盆构图与

之几乎完全相同，只是圆点在竖勾弧右侧中

部（图五，6）。岐山王家嘴遗址采∶1盆的

图像鱼头中省略了鸟纹[22]，弧线“工”字形

上有一圆点，鱼尾呈“丫”形，内有一圆

点，在保留鱼的基本形态的同时，表现出更

复杂的群鸟齐飞状态（图五，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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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前有双飞鸟的鱼鸟组合图像的

简化形式也很常见，鱼体只保留鱼头部

分，省略了有鸟纹的鱼身和弧线三角鱼

尾，将构成鱼头的弧线“工”字形改为

弧线三角，末端如分叉的鱼尾。西坡遗

址H36∶16盆是典型代表，双勾弧加圆点

式对鸟纹后面的鱼体由勾弧、前端纤长

且后端如鱼尾的弧线三角和双弧线加圆

点式鸟纹组成，形如腹中有鸟之鱼（图

六，1）。庙底沟遗址T21⑧∶33盆的构图

相同，只是鱼身较短（图六，2）。北刘

遗址H2∶5盆的图像前端双鸟中的竖向勾

弧贴近鱼身，也可解读为构成鱼体轮廓的

元素（图六，3）。泉护村遗址H28∶30

盆的三组图像更加简化，省略了鱼体中

圆点（图六，4）。庙底沟遗址T21⑨∶95

盆的图像双鸟身体紧凑，鱼体也是很简

化，省略了圆点（图六，5）。泉护村遗

址H74②∶17盆的图像省略了对鱼尾部的

表现，鱼体接近图案化（图六，6）。

还有更简化的鸟鱼纹图像。泉护村

遗址H46⑤∶12盆是典型代表，鱼头前

面的对鸟简化为勾弧加圆点式单鸟纹，

勾弧同时也勾勒出鱼头的轮廓，弧线

“工”字形同时表现鱼身和鱼尾，内有

双弧线加圆点式鸟纹，双弧线同时也勾

勒出鱼腹部（图七，1）。H107②b∶64

盆 的 图 案 与 之 相 同 （ 图 七 ， 2 ） 。

H87∶26盆的图像以弧线三角表现鱼

身 和 鱼 尾 （ 图 七 ， 3 ） 。 庙 底 沟 遗 址

T21⑨∶89盆的三组鱼鸟纹非常紧凑，鱼

体内的鸟省略了圆点，接近图案化（图

七，4）。西坡遗址H22∶83盆上，勾弧

加圆点式鸟纹的圆点被省略，更加图案

化（图七，5）。

四

鸟鱼组合图像其实经常以图案化的

方式表现。

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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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头 身 尾

图五 简单型鱼鸟组合图像
1、2.华县泉护村遗址（H118⑤∶4、H62∶5） 3.灵宝西坡
遗址H22∶71 4.三门峡南交口遗址H09∶1 5.秦安大地湾遗
址T309-3∶11 6.渭南北刘遗址H10∶1 7.岐山王家嘴遗址

采∶1

1

2

3

4

5

6
图六 简化型鱼鸟组合图像

1.灵宝西坡遗址H36∶16 2、5.陕县庙底沟遗址（T21⑧∶ 33、
T21⑨∶95） 3.渭南北刘遗址H2∶5 4、6.华县泉护村遗址

（H28∶30、H74②∶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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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槐林遗址H4∶3盆的图像鱼前飞鸟

的身体呈规范的倒“V”形[23]，圆点上有双

弧线纹；鱼身部分图案化近圆形，后部仍然

可以看出弧线三角形鱼尾，鱼体内为直线加

弧线三角加圆点式鸟纹（图八，1）。庙底

沟遗址H278∶15盆的图像中表现鸟身的

弧线三角与表现鱼头轮廓的弧线合二为

一，近圆形的鱼身内为平行直线加双圆

点式对鸟纹，但仍然有独立的弧线三角

形鱼尾，上边平直，下端纤细（图八，

2）。夏县西阴村遗址所出钵的图像同

样是鸟身的弧线三角与鱼头轮廓合二为

一[24]，鱼尾也与鱼身一体，形成以近圆

形鱼身为中心的两个对称弧线三角，但

鱼尾的弧线三角仍保留着上边平直、下

端纤细的特征（图八，3）。

垣曲小赵遗址H28∶8钵的图像则

完全图案化[25]，一小（鸟身简化）一大

（鱼尾）弧线三角对接形成圆形空白

（鱼身），内有平行直线加两圆点式对鸟

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每组图像中间的空

白近似花瓣形（图八，4）。泉护村遗址

H105④∶5钵展现出一种重要的图案化形

式，表现鸟身和鱼身的长尾弧线三角形态

相同，水平对接，形成圆形空白，内有三

个代表鸟头的圆点。在两组图像之间，有

形状相同的上下对顶短弧线三角，与两侧

的横向长尾弧线三角汇聚于一个圆点，如

四个共用一个鸟头的两对飞鸟，并形成四

瓣花形状的空白（图八，5）。

由此可见，正如有学者所言，庙底

沟类型彩陶的典型标志“花瓣”纹应为

汇聚的鸟纹形成的空白[26]。庙底沟遗址

H408∶41钵为“花瓣”图案的典型代

表，其纹饰带上有四组主题图案，如同

把小赵遗址H28∶8的图像拉平，均为

形状相同的弧线三角对接形成花瓣形空

白，内填平行横线加双圆点对鸟纹，上

端有倒垂的弧线三角，与顶端圆点形成

倒鸟纹。每两组图案之间，有上、下两组形

状相同的图案，如同把西阴村所出者图案拉

平，均为弧线三角对接形成椭圆形空白加双

圆点，有些弧线三角之间的花瓣状空白中有

弧线纹（图八，6）。整体观之，整个纹饰

1

2

3

4

5

图七 简化鱼鸟组合图像
1～3.华县泉护村遗址（H46⑤∶12、H107② b∶64、H87∶26） 

4.陕县庙底沟遗址T21⑨∶89 5.灵宝西坡遗址H22∶83

1
2

3

4

5

6 7

图八 图案化的鱼鸟组合图像
1.新安槐林遗址H4∶3 2、6.陕县庙底沟遗址（H278∶15、
H408∶41） 3.夏县西阴村遗址 4.垣曲小赵遗址H28∶8 5.华

县泉护村遗址H105④∶5 7.汾阳段家庄遗址H3∶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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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似由一朵朵六瓣花和五瓣花组成，这或许

也是图案绘制者刻意造成的视觉效果，但此

类图案首先表现的还应是鱼鸟组合主题和群

鸟齐飞的场面。汾阳段家庄遗址H3∶8罐为

同样的构图[27]，弧线三角对接部分近圆形，

更清楚表明与鱼鸟组合图像的演变关系（图

八，7）。

更为简洁的图案化鱼鸟组合是截取典

型鱼鸟组合中飞鸟、鱼身或鱼头的图案，形

成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单元，二方连续展开。

泉护村遗址H1008∶04盆的图像由二方连续

展开的对顶弧线三角加圆点形成四个圆角长

方形空白，代表鱼身，内有相背弧线三角加

双圆点式对鸟纹（图九，1）。泉护村遗址

T7③∶01盆省略了圆点，形成规则的四瓣花

图案（图九，2）。庙底沟遗址H279∶19钵

有六个单元的类似图案，每个单元为两个直

角弧线三角和纹饰带下界限形成的长方形，

内有勾弧加圆点式倒飞鸟纹，可以看作是鱼

身的简化，也可视为鱼头简化，圆点同时表

现鱼眼，两个这样的图形为抽象的鱼头正视

图（图九，3）。庙底沟遗址H408∶31钵的

纹饰带包括四个长方形单元（图九，4），

一个类似泉护村遗址T7③∶01，另外三个类

似庙底沟遗址H279∶19。

五

上文的分析表明，鱼鸟组合图像主

题至迟在史家类型时期已经出现，在庙

底沟类型时期成为彩陶图像的最重要主

题，被以复杂型、简单型、简化型和图

案化等方式充分表现。

关于鱼和鸟的形象在半坡类型和庙

底沟类型中的内涵，石兴邦提出“仰韶

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

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”[28]，

此认识得到广泛认同[29]，有学者据此将

鸟在鱼身体中的图像解读为鱼鸟人群的

融合[30]。但正如张光直指出的：“如果

认为半坡的氏族是以鱼为图腾，就必须将鱼

与个别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，同时还要

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

来。可是在现有的材料中，建立这两项关系

却并不那么容易”[31]。张光直较全面地讨论

过仰韶文化中与萨满式巫术有关的资料，提

出半坡类型的 “人面鱼纹”是萨满通神状态

的描摹[32]。李默然则提出鱼可能代表冥界和

重生[33]。这些研究提供了以萨满式宗教观念

解读相关图像的视角。

不同生物间（包括人类）的相互化生

是萨满式宗教的重要内容[34]。玛雅文明关于

玉米神重生的神话中，玉米神死后，冥王将

其骨灰投入河中，河中鲶鱼吃了这些骨灰，

聚集了玉米神的身体；神鸟又将这些鲶鱼吃

掉，聚齐了玉米神的身体，玉米神得以在

其体内完成重生[35]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有

鲲化为鹏的描述，很可能是史前时代神话的

孑遗。据此，我们可以对鱼鸟组合图像的

含义试做推测，此类图像表现的是鸟在鱼体

内完成孕育生长，再从鱼口内飞出的萨满式

化生。

姜寨遗址M76∶10图像的鱼头中，鸟头

边有一裂开的卵形物（见图二，3）。陇县原

子头遗址H84∶3钵的彩陶图案也表现了鱼体

1

2

3

4

图九 图案化的鱼鸟组合图像
1、2.华县泉护村遗址（H1008∶04、T7③∶01） 3、4.陕县庙底

沟遗址（H279∶19、H408∶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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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鸟和裂开卵形物的组

合（图一○，1）。原子头

H100∶1钵则表现了鱼体内

半黑半空白和黑色的卵形图

案（图一○，2）。西安南

殿村遗址[36]钵上则直接绘制

了鸟从有裂缝的卵形物中飞

出的状态（图一○，3）。

目 前 在 庙 底 沟 类 型

遗址中并未发现明确的仪

式性遗迹，彩陶大多出土

于地层和灰坑等日常生活

废弃堆积中，应为日常用

品。在日常器物上绘制鱼

鸟化生主题的图像，可能

因为这一主题是众所周知的宗教

知识，并具有吉祥的正面内涵，

可以被自由表达，这与天极图像

在大量日用器物上出现的现象非

常相似[37]。

鸟的形象在中国史前时代广

泛流行，最通常的解释是托负太

阳的阳鸟[38]。庙底沟类型写实鸟

纹有些背上有圆点，被认为是金乌负日的写

实表现[39]（图一一，1）。笔者曾提出鸟在

中国史前时代与天极观念密切相关，天极的

运转被认为需要神鸟的维护[40]。崧泽文化器

盖上常有雕刻或绘制的飞鸟环护天极图像，

如海宁小兜里遗址M44∶1豆盖倒置如天体模

型，绘制6个图案化的鸟首，围绕代表天极

的盖柄旋转[41]（图一一，2）。庙底沟遗址彩

陶器盖上有类似图像，T21⑨∶94器盖顶部

绘有弧线三角加圆点表现的群鸟环绕有垂弧

纹的中心图像（图一一，3）。泉护村遗址

H165∶3器盖顶部绘有与段家庄遗址H3∶8

类似的图像，表现的是更复杂的鸟鱼组合和

群鸟环绕中心盖柄飞翔的场面（图一一，

4）。不管是托负太阳还是维护天极，都可

以推测鸟在庙底沟社会的宇宙观中也扮演了

重要角色。

宝鸡北首岭遗址M52∶1半坡类型蒜头

壶上有鸟啄鱼尾图像[42]（图一二，1），临

汝阎村遗址庙底沟时期陶缸上著名的“鹳鱼

石斧图”与之一脉相承[43]（图一二，2）。

该陶缸为瓮棺葬具，“鹳鱼石斧图”多被解

读为以鸟为图腾的部族用武力战胜以鱼为图

腾的部族，棺中死者是为此胜利作出重要

贡献的军事领导者[44]。但按照我们上文的讨

论，此图像更可能表现的是墓主除了拥有钺

代表的世俗权力之外，也拥有促成神鸟完成

在鱼体内的神奇转化、最终战胜鱼、完成维

护天体运行任务的宗教能力。由此可见，庙

底沟社会上层很可能会利用鱼鸟转化的信

仰，以萨满式宗教的仪式活动获得和维护

权力。

1

2 3 4

图一一 表现飞鸟环护天极的图像
1、4.华县泉护村遗址（H165∶402、H165∶3） 2.海宁小兜里遗址M44∶1 3.陕

县庙底沟遗址T21⑨∶94

1
2

3

图一○ 鸟在鱼体中孕育的图像
1、2.陇县原子头遗址（H84∶3、H100∶1） 3.西安南殿村遗址

1
2

图一二 半坡和庙底沟类型鸟衔鱼图像
1.宝鸡北首岭遗址M52∶1 2.临汝阎村遗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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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仰韶文化分布区之外偶有鱼形象的发

现。双墩文化的蚌埠双墩遗址陶碗底部刻画

符号中有简化的鱼形[45]，河姆渡遗址发现有

河姆渡文化的木鱼[46]，嘉兴南河浜遗址[47]崧

泽文化墓葬1件陶豆盖上有一对鱼形堆塑，良

渚文化反山墓地中发现1件玉鱼[48]。但这些零

星发现均未反映鱼鸟转化的主题，很明显，

相关信仰是仰韶文化系统特有的宗教传统。

庙底沟类型时期之后，这一信仰的传承

和演变脉络并不完整，但仍有迹可寻。

天门石家河遗址邓家湾地点石家河文化

遗存中有大量陶塑人物和动物形象[49]，其中

有坐姿人抱鱼的形象9件（图一三，1），被

认为是对以鱼献祭场面的描绘[50]。其他解读

包括祈求生育和丰产[51]、捕捞成功[52]、借鱼

通灵[53]和奏鱼形乐器[54]等。邓家湾还同时出

土“分叉长尾鸟”陶塑18件，长尾分叉如鱼

尾，可以称作鱼尾鸟（图一三，

2），正是鱼鸟转化状态的生动描

绘。其中还包括连体双鸟相背而

飞的形象，与庙底沟类型相关彩

陶图像如出一辙（图一三，3）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9件人抱鱼陶

塑中的8件和18件鱼尾鸟陶塑中的

13件均出自灰坑H67中，表明二者

有密切关系。综合这些现

象，我们推测这些陶塑应该

是与鱼鸟化生相关的仪式活

动的遗物。抱鱼者应为巫

师，帮助鸟从鱼体内诞生；

鱼尾鸟则是对成功转生的描

绘。这些遗物并未使用玉等

高等级材料，制作也比较粗

糙，数量较多，与社会上层

的联系并不明确，似乎普通

民众和一般巫师也可以举行

相关仪式。

与鱼鸟化生相关的遗物在随后的龙山时

代和与夏王朝相当的时期未见，但频繁见于

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遗址中。晚商时期墓葬中

多见玉质鱼尾鸟。滕州前掌大M34∶19基本保

持鱼的形态[55]，鸟头和鸟翅已经完成转化（图

一四，1）。安阳郭家庄M170∶3的构图中鸟

已经完成转化，但保留了鱼身体的后半部分

和分叉鱼尾[56]（图一四，2）。

广汉三星堆遗址中的两件鱼鸟组合遗

物非常引人注目[57]。K1∶235-5玉牙璋，发

掘者正确指出呈鱼形，顶部如张开的鱼嘴，

内有昂首扬翅之鸟，生动表现完成孕育的

神鸟从鱼口中诞生的场面（图一四，3）。

K1∶1金杖上刻有四组鱼鸟图像，鱼头被箭

矢射中，鱼头前有一只神鸟飞翔（图一四，

4）。金杖为三星堆最高等级的遗物之一，

一般被认为是王者的权杖，对其图像的内涵

已有热烈讨论[58]。我们推测，该金杖图像表

现的也是鱼鸟化生主题，执金杖的王者意在

1 2 3

图一三 石家河遗址邓家湾地点H67出土陶塑
1.H67∶5 2.H67∶26 3.H67∶47

1

2 3

4

图一四 其他遗址所见鱼鸟组合图像
1.滕州前掌大遗址M34∶19 2.安阳郭家庄遗址M170∶3 3、4.广汉三星堆遗址

（K1∶235-5、K1∶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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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示自己有射杀大鱼、帮助神鸟完成化生的

法力，这样的特殊能力是其获得和维护权力

的重要保障。这样的金杖在举行相关仪式时

也应是重要的法器。牙璋应该有同样的功

能。以这样最高级别的形式“物化”鱼鸟转

化的主题，清楚显示了该信仰在三星堆宗教

中的重要地位。

庙底沟类型一直被认为是摒弃神权，在

“军权、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”的社会

发展模式的代表[59]。对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像

的新解读提示我们，萨满式宗教在庙底沟社

会发展中的作用颇值得深思；庙底沟类型时

期发展成熟的鱼鸟化生信仰，对此后相关地

区宗教观念形成的影响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

的重要问题。

附 记 ： 本 文 得 到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

“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”之课题八“中华

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”（课题编号

2020YFC1521608）的资助，同时属于中国历

史研究院李新伟学者工作室研究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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